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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

新修辞学发展轨迹引发的思考

田海龙

(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提 要 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认识，分析这

些认识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形成的交汇，本文认为这种“交汇”还可以进一

步发展，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并体现一定的学术创新。基于此，本文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

行话语层面的思考，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

其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其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

互“再情景化”。如此这般的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

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社会符号学 新修辞学 后现代主义语言观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一、问 题 的 提 出

提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一问题，主要是受到这样几本书的启发，如福柯的《知识考古

学》( Foucault 1972) ，范代克的《话语与知识: 社会认知路径》( van Dijk 2014 ) ，以及伯恩斯坦

的《教育学、符号控制与认同: 理论、研究、批判》( Bernstein 2000) 。另外，也是因为我从事的批

评话语分析研究涉及一些修辞学和符号学的内容，尤其是它们似乎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将我

的思考集中在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上面。
在《知识考古学》这本书中，福柯( Foucualt 1972) 有关知识对象话语形成的论述很有启发

意义。他认为，“知识对象( object of knowledge) ”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多种关系的制约

下通过话语形成的。例如“轻罪犯”，之所以它能被心理化和病理化并引发一整套知识对象序

列，是因为它在精神病话语中启用了确定的关系整体( Foucault 1972: 43) 。换言之，人们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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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咨询、医学诊断、治疗限定、法律裁决、司法审讯、家庭标准以及惩罚等方面谈论它的方式以

及这些方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轻罪犯”这一知识对象。与福柯讨论知识对象的话语形成类

似，范代克在《话语与知识: 社会认知路径》中讨论了“社会知识( social knowledge) ”如何得到

认可的问题。范代克从“社会认知( social-cognitive) ”( 参见 van Dijk 2012a) 的角度出发，认为

社会知识是“在语境、历史、文化三重认知标准保障下某一认知共同体的共同信仰”( van Dijk
2014: 21) ，并提出知识首先是一种心理表征，是个人经历的事件和情节在记忆中的心智模型

( mental model) ; 同时，知识还是被社会认知共同体接受并且体现在话语再现过程中的社会信

仰。基于此，范代克认为社会知识绝不仅是“确证的真信念”，而是通过话语形式体现的社会

共同体关于知识对象的共同认知。这里，范代克实际上涉及社会知识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

动者的语境模型( context model) 相互作用的问题，而伯恩斯坦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知

识( 体现在伯恩斯坦说的“横向话语”中) 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殊知识( 体现在伯恩斯

坦说的“纵向话语”中) ，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前者在传播过程中呈现自然传播的特征，形成不

同领域知识的杂糅，而后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机构和等级的特征，实施一种规范功能，可以产

生抽象的理论而非跨界知识的杂糅( Bernstein 2000: 155-174) 。
这几位学者关于知识、话语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精辟论述，以及其他学者的一些相

关研究( 如 Fairclough 1992; 赵芃 2016) ，使我形成了一些关于知识的初步认识，包括: ( 1) 知识

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主观认识，或曰主观感受，这种认识或感受因现实不同而不同，不仅受现

实的制约，也受现实的引导; ( 2) 知识需要语言来表达，它存在于代表着一定价值倾向的语言

表达方式之中，因而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并在话语中形成; ( 3 ) 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态变化

的特征，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形成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会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另 一 方 面 也 表 现 为，已 形 成 的 知 识 可 以 因 其 被 广 泛 认 可 和 接 受 而 形 成 霸 权

( hegemony，参考 Bourdieu 1991) ，并借此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 ( 4 ) 因此，对某一客体

的主观认识因人而异。知识依人的学识和对资料的占有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也是无止

境的。
这些认识促使我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涉及符号学和修辞学的一些实际研究中进一步

思考“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对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这一命题的认识不断明晰，借助福柯的术语，就是逐步“话语形成”。诚然，符号学涉及中国、
美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众多的学者和流派( 王铭玉等 2013) ，修辞学也具有两千多年的

发展历史( 刘亚猛 2008) ，批评话语分析虽是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学，但其涉及的内容也

极其丰富( 田海龙 2006，2014; 2016b; 田海龙、赵芃 2017) ; 在这样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论述

三者的发展轨迹，并借此讨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问题，实属一件爱莫能助的事情。更何况受个

人知识储备的局限，对此也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这并不妨碍将观察的对象限定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之内，如将符号学的内容限定在“社会符号学”上面，将修辞学的内容限定在“新修辞学”
上面，并在有限的程度内对问题进行必要且初步的探讨。更不妨碍把这个过程呈现在此，以求

教各方，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二、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

批评话语分析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却具有跨学科的研究性质，涉及的内容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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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往往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等。为了讨

论的方便，我们把它限定在那些发源于欧洲( 尤其是英国) 、通过对社会活动者的话语实践进

行语言学分析来揭示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传统。可替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名称有批评语

言学和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语言学一般指批评话语分析的初期研究阶段( 1979—1989 ) ，而批

评话语研究则指批评话语分析新的发展阶段( 2010 至今) 。田海龙( 2006，2016b) 对这几个研

究阶段分别具有的特点作了归纳; 同时，在费尔克劳、沃达克( 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 ) 和

范代克( van Dijk 2012b) 持有的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主张基础上，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

与洞见，以及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总结，包括:

1)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研究话语参与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

关系、社会身份的功能性;

2)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对话语实践的痕迹( 文本) 进行语言学分析，通过发现话语实践的

话语特征来解读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3)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探索连接话语与社会的中介体，并在对这个中介体的认识上提出独

特的概念，形成独特的理论;

4)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当代公共话语变化的新特征，研究话语产生与传播的新特点，

与时俱进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理念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具体研究之中，同时也体现在许多

学者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之中，如克瑞斯( Kress) 和霍奇( Hodge) ，以及范柳文( van Leeuwen) 的

研究。克瑞斯和霍奇共同出版学术著作《社会符号学》( Hodge and Kress 1988) ，范柳文也出版

《社会符号学导论》( van Leeuwen 2005) 。这些学者沿着批评话语分析的传统，将符号的意义

生成与解读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活动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为符号学的研究注入新的

学术思想。其他学者，如马秦( Machin 2013) 通过论述多模态“符号资源”的概念，也体现出批

评话语分析学者与从事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间的交叉。
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交叉，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在一定程度上交汇在一起，

但是，真正体现这种交汇乃至交融的是二者在学术思想( 知识) 上的融通。我曾通过讨论福柯

的话语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说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和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

的趋同( 田海龙 2014b) ，也曾通过讨论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说明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研究

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田海龙 2015a) 。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后现代

特征，集中表述如下，借以强调二者的学术思想在后现代思潮上的集结:

1) 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意义观提出质疑，认为意义不再是社

会事实的能指内容，而是社会主体通过话语实践实现彼此的联系，运用符号和话语建构的结

果，因而意义是动态变化的，具有不确定的特征;

2) 在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符号和话语的意义可以由社会主体赋予，因而其意义依处

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兴趣和利益而定，权力贯穿于话语实践的全过程，决定符号和话语具

有这个而非那个意义。
3) 基于此，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都认为符号和话语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是

权力斗争的一个内容。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都试图通过对符号和话语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利

益。因而符号和话语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成为被利用和争夺的“符

号资源”( Machin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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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方面形成的共识，体现出二者在学

术思想上的融通。而对于这种融通，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也在术语上给予认可。例如，沃

达克曾用“符号”这一术语表达她对话语的认识，指出“任何事情都有符号的特征，每个符号都

在一个无尽的序列里指另一个符号”( Wodak 1996: 24) 。费尔克劳也曾用“符号”这个术语赋

予话语以更广泛的内容，将对话语的讨论冠以符号( semiosis) 的标题( Fairclough 2003) 。至于

上面谈及的社会符号学的学者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也是这种认可在社会符号学方面的

一个佐证。

三、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

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的融合投射到对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联系的观察之

中，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交汇点。依前所示，批评话语分析依然指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研究

的发展( 田海龙 2006，2016b) ，而新修辞学则具体指以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 Kenneth
Burke) 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 博克等 1998) 。这两个研究学派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分

处欧洲和美洲，但其在时间上的交汇却是处于后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 20 世纪后半叶( 参见

田海龙 2015b，2018) 。如同批评话语分析从后现代主义思潮汲取营养，特别是从福柯、哈贝马

斯、葛兰西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话语的论述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参见 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 一样，新修辞学也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新修

辞学摈弃修辞只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的认识，强调修辞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具有的东西。
在新修辞学的视野里，修辞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劝说，而是制约人们思想的行为，是交际主体通

过修辞过程实现的对身份的话语建构( 田海龙 2015b) 。这种“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在一定程

度上弥合了修辞学与哲学的对立，如普罗泰哥拉的修辞术与柏拉图的辩证术的对立( 参见温

科学 2006) ，不仅使修辞学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中并从中汲取营养，而且也使修辞

学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正如刘亚猛( 2008: 292 ) 所述，“反体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修辞

推向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一种继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
新修辞学将当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劝说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究，因而历来被哲

学认为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在新修辞学看来只是相对的、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发现的。同时，修

辞在新修辞学看来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知识的产生。修辞这种被认为是“主动参与”
的行为话语在批评话语分析中产生共鸣，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看作是社会活动者参与社会

活动的资源和手段的观点异曲同工。由此，共生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叛

大潮之中，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的许多学术观点交汇在一起。田海龙( 2015b) 对此有过

分析，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1)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非常明

显，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基础方面，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和研究课题方面。新修辞

学的跨学科特征突出体现在其理论形态来自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科但又

具有超越某一学科的开阔视野，不以修辞学家自命的杂家( 刘亚猛 2008: 292-293) 。
2)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关注政治活动和知识生成等问题。就前者而言，社会生活

中的不平等问题以及种族歧视问题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这也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对话

语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新修辞学对此也有关注。李红满和王哲( 2014) 对 SSCI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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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2004—2013 年收录的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发现“政治”和“权力”等词汇“属高

频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这种共同关注也体现在一些共同的研究课题上面。如同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话语在媒体新

闻、政治治理、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的作用一样，新修辞学也致力于通过修辞分析来揭示修辞手

段在认识真理和建构知识过程中的作用。
3)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批评性特征。所谓“批评”，意即将话语中隐藏的意

识形态意义明朗化，并预示着批评是一种带来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 赵芃、田海龙 2008) 。批

评话语分析对其批评性特征毫不隐讳，公开宣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话语的批

评性分析揭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而引发社会变革的发生( Fairclough ＆
Wodak 2012: 17) 。与此类似，新修辞学提倡的修辞批评亦“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为何

做某事”( 邓志勇 2011: 54) ，试图通过对论辩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来消除不平等关系

的话语暴力，而新修辞学在女性和黑人修辞方面的分析，则体现出新修辞学希望通过学者的学

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 邓志勇 2016) 。
4) 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都注重在研究中对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对

隐含在话语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露，以及新修辞学对修辞动机的分析，都

十分重视通过对语料的语言学分析实现研究目的。对批评话语分析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语
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都可以提供分析的工具，甚至费尔克劳提倡的侧重分析论证和推理的

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 Fairclough 2014) 也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所运用。在新修辞学的分析

工具中，博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方法“通过对话语的戏剧性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
( 邓志勇 2011: 168) 。

四、话语、符号、修辞的后现代集结

由此可见，跨越多个国度的符号学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修辞学超越各自的空间和时间

距离，在 20 世纪中叶分别以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的名义，与新兴的批评话语分析交汇在一

起。这种交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20 世纪中叶，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科学思

维方法能否被完全应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产生疑问，继而对现代主义推崇的

“科学”和“理性”的观念提出质疑，在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及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

提出对现代主义具有反叛性的思想，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想体

现在后结构主义上，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一种反叛( 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

田海龙 2009: 40-50，2014b) ，而这种对现代主义智力具有反叛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构成

了三者交汇的哲学基础。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具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已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不

仅来自从事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学者自己的表述( 前者如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后者如 Kress 2001) ，也来自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独特阐释和解读( 前者如辛斌

2016; 田海龙 2016a，2016b; 后者如田海龙、潘艳艳 2018 ) 。关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例如，克里斯蒂娃( 2013) 在论及修辞的对话性、双值性、互
文性时，指出这些理论促使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把文本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她指出，“这促成

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之后，她沿着她的学术思想与弗洛伊德理论相遇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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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路径时，与“符号生成”不同的“象征生成”进行论述，指出“象征生成”包括判断与

句子，属于意义领域，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这样，克里斯蒂娃

在巴赫金的“文本空间”又引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空间”，进而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对话: 意

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话( 克里斯蒂娃 2013: 8; 祝克懿 2018) ，实现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突

破。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修辞学对主体动机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说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

性。例如，李显杰( 2004: 99) 认为:“虽然新修辞学强调意义产生于( 有动机的) 交流和具体运

用环境( 意识态度、‘语境’等) 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观念，与修辞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的后现代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但后现代主义修辞理论并不欣赏前者对作者( 主体性) 动机

的过分强调和对语法功能与修辞功能所作的一体化描述，以及对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象征’
功能的张扬。”这里，李显杰在“新修辞学”的基础上又划分出“后现代修辞理论”，并且认为后

者相对于前者更具后现代性。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李显杰( 2004: 97) 所说的新

修辞学是一个“区别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概括性描述”，指所有打破传统的以“演讲术”为主

导、以单向“劝服”为理论基点的旧的修辞学研究。这样，他所指的新修辞学不仅包括上文所

特指的伯克的新修辞学，而且还“包含了众多的理论走向和不同主张的理论学说”。在此基础

上，他将这些所谓的“新修辞学”区分为“现代修辞学”和“后现代修辞学”就不足为奇了。因

此，需要澄清的第二个问题也就不言自明: 他的这种区分与上文讨论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

特征并不矛盾; 相反，由于这种区分，修辞学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契合可以

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凸显。这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后现代主义的修辞视角将修辞( 如隐喻) 看作是“非理性的反结构”所呈现的“无法调

和的意义”，而现代主义的新修辞学描述的“复杂词”的多元意义仍是“模型中的有序分布”。
这样，后现代意义上的修辞是无“中心”的，是无法组合成有序结构的自相矛盾的符号; 而且，

后现代主义修辞学还进一步认为，因为语言总是包含其自身修辞活动的痕迹，并因此对该活动

造成破坏，使其失掉特性和效力，所以，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确切的含义还是个未知数( 李显杰

2004: 99-100) 。
2) 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一种“修辞性阅读”，这种具有批评意识的

阅读不再把修辞看作是对意义的美化和创造，而是看成对意义的模糊和消解。这样，修辞就不

再是作者运用的表达技巧，而是读者瓦解文本的有力武器。因此，现代主义修辞学被认为“推

崇修辞的‘模糊性’，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它也“强调修辞作为能指的互设，具

有‘形式游戏’和‘自我结构’的‘转义’功能”( 李显杰 2004: 100-101) 。
由此可见，李显杰( 2004) 在名义上区分出的后现代修辞理论，实际上进一步凸显了形成

于 20 世纪中叶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新修辞学将研究范围扩

大到人类的所有言语和其他非言语的象征行为的时候，当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看成话语的时候，

后现代主义也就变成了新修辞学了”( 常昌富 1998: 26-27) 。这样，加之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

和社会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认识，达成如下的共识已是水到渠成，即关于话语、符号、修辞

的研究在 20 世纪中叶交汇在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与意义的重新认识上面。这种思想观念的

集结，源自不同的研究传统，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年代。这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其发

展的轨迹，思考这三个研究传统(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 作为“知识”在其发展

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

—06—



五、知识的融合及其话语因素

本文开篇曾提到对知识交汇和融合的思考源自相关文献的阅读，也源自作者从事批评话

语分析( 以及涉及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 的一些研究。阅读文献可以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

感性认识，而实际研究则可以将这些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以上我们对批评话语分

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的考察，对其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思考，现在我们可以进

一步讨论在引言部分列出的对于“知识”的感性认识，可以试图进一步深化这些认识，以期有

望将其上升到理性认识。
纵观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的发展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

可以看到这三个研究传统感知时代脉搏的勇气。20 世纪中叶的世界，不再是启蒙时代的世

界，也不再仅仅引发现代主义以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求真去伪的努力。相反，面对两次世界大

战带给人类的灾难，学者们更加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由什么构成”，也不再是“对象如何被认

识”，而是“对象是如何在语言中被表述和呈现”。如此，西方哲学思想在经历从本体论到认识

论的转向之后，再次转向语言论( 高玉 2009) ，不仅催生了批评话语分析，而且也使得符号学研

究关注符号意义与社会的关联度进而发展出社会符号学，使得修辞学认识到修辞不仅仅是华

丽的词藻而是认识本身，进而进入新修辞学的发展阶段。作为知识，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

学、新修辞学之所以集结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之上，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对

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不仅如此，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还将各自对社会

新问题的认识表现在各自的学术话语之中，通过各自领域中传承下来的概念和术语表达出来，

并通过这种“话语”形成各自具有不同特征的学术流派。
符号学和修辞学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分别形成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中的新知识，与

批评话语分析一起交汇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

态变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即传统知识的发展与更新需要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然而，知识

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传统知识在回应历史问题基础上生成的新知识仍然

会继续发展变化，经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到中心的发展( 当然也有可能消亡，这不在

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在这个正向变化过程中，新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彼此之间的

融合，并通过发挥规范性的功能起到影响社会的作用。就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以及批评话

语分析而言，由于其学术思想通过学术机构的广泛传播，其学术地位也逐渐成为主导，并在学

界产生影响。而且，这三者的学术思想还相互贯通，形成“超学科”( Fairclough 2003) 的学术交

融，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从别的学科汲取营养来发展壮大自己。
从话语的层面考察三者的超学科的学术交融，可以关注的一个要点是各自的术语、研究方

法以及理论被“再情景化”( van Leeuwen 2008 ) 和“内化”( Fairclough 2006 ) 在其他学科。例

如，在《细致修辞: 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话语分析》( Johnstone ＆ Eisenhart 2008) 一书中，自认为

是修辞学家的学者运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对修辞研究关注的科学技术

修辞、日常辩论、媒体话语、公共记忆和集体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涉

及修辞的各种问题，但其方法论却集中体现在以经验型、扎根性和人种志为特点的质性研究上

面。在这些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在修辞研究当中，正如编者在该书前言

中所讲，“随着修辞研究的重点由构思精细的公开演讲扩展到即时的私下谈话，修辞学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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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新的方法，其中一些便可在本书中发现。话语分析家同样会发现新的分析工具。…… 一

言以蔽之，这些研究显示出修辞研究与话语分析的相互补充和彼此丰富”( 艾森哈特、约翰斯

通 2014: 41-42) 。而且，这种学术话语在内容上的融合需要借助语言的表达( 田海龙 2015c) ，

需要将某一特定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术语、文体、甚至格式体例融入另一个学科话语体系之中，

或者彼此使用对方熟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身学科的特殊性。
体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相互融合，可以使其从边缘成为中

心和主流，并可以产生规范性力量。所谓“再情景化”，指一个文本( 包括与之相关的文本成

份) 从一个情景中移出然后被移入至另一个情景的过程( Bernstein 1990 ) 。这个过程充满了
“殖民( colonization) ”和“挪用( appropriation) ”的角力。但是，被“再情景化”的文本由于受到

规约性话语的控制和改造，附着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随之移动，而且，经过有选择

性地“挪用、重建、重新聚焦并关联其他话语，亦形成自己的秩序”( Bernstein 1990: 159) ，产生

的新话语与原来的话语有了根本的区别，一方面表现为新话语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

为新话语包含了新意义以外的其他因素。就上文提到的《细致修辞: 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话

语分析》而言，话语分析应用在对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分析之中，产生一种基于详细的语言学

分析的修辞学研究范式，一旦为修辞学界的学者和学生接受并应用，就可以发挥规范和引领新

的修辞学研究的作用。

六、结 语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日，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做了系列讲座，其核

心内容是“制造意义的能力”( 克里斯蒂娃 2016: 2) 。在她看来，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

等均从各自的路径探照内在经验的神秘大陆，而其中涉及的问题是“意义”与“感知”的产生，

以及其中的“建构—结构”( 克里斯蒂娃 2016: 3 ) 。她指出，将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

自启蒙时代以来分成了不同的“学科”; 而她和其他人一起，“试图重新诠释学科间的界限，勾

勒出一种必要的‘跨学科’”( 克里斯蒂娃 2016: 2-3) 。
在本文结尾之处，读到克里斯蒂娃的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她对启蒙时代以来语言学研究从

分解成不同的学科到趋于消除学科间界限这段历史的概述与本文的研究惊人的相似。批评话

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彼此之间在学科上的不同，由于学者对社会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正在通过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趋于消融。
不仅如此，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也正在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彼此融合，形

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势。从发展的视角看，知识的动态性和相对性也预示了知识的发展

永无止境。然而，这种知识的融合，是一种跨学科的使然，也是一种新的规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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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Ｒ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es，Social Semiotics and New Ｒhetoric

Tian Hail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iscourse，semiosis and rhetoric in the fiel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ocial semiotics and new rhetoric．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in the
relevant fields and focuses on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on the ground of
post-modernist view of language． It argues that the convergence appearing as the three research traditions makes
necessary responses to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 20th century，and this convergence can still lead to
innovative thoughts through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erms，methods and theories within each field． It is hoped that
the reflections can provide insight for academic discourse practice in a way in which discourses of different tradition
will interdisciplinarily benefit from and converge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ocial semiotics，new rhetoric，post-modernist view of language，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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